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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地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空间分布模拟及其气
候效应

张小敏１，２， 张秀英１，２，∗， 朱求安３， 江　 洪１，２， 李新会１，２， 程　 敏１，２，４

１ 南京大学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 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生态预测与全球变化实验室，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４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区域尺度陆地植物有氧条件下排放甲烷及其气候效应研究不仅对甲烷收支平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球变化研究也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本研究通过改进 Ｋｅｐｐｌｅｒ 提出的公式，模拟了中国区域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的时空分布。 利用 ＩＢＩＳ 模拟的

ＮＰＰ 数据结合相关文献统计生物量与 ＮＰＰ 的比值，计算得到中国区域自然植物叶片生物量，以及叶片甲烷排放。 结果显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中国植物生物量与植物叶片甲烷排放量在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两种情景下差异不明显；但是气候变化模式差异

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 在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中国地区年均植物生物量为 １０８０３．２２Ｔｇ Ｃ，叶片生物量为 １１５６．１５Ｔｇ Ｃ。
如果不考虑天气对光照的影响，植物叶片甲烷排放年均 ２．６９Ｔｇ，约是全国年甲烷排放总量 ７．０１％，是中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的

２９．０５％。 在各植被类型中，草地叶片甲烷排放量最高，达到 ４７．５３％，其次是混交林。 森林（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是主要的

植物甲烷排放源，占中国区域植物甲烷排放总量的 ５１．２８％，其次是草地，占 ４７．４７％。 中国区域植物叶片甲烷排放南高北低，东
高西低的分布状态主要由地表植被覆盖类型决定，光照和温度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对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两种气候情景下中国植

物甲烷排放预测分析，中国区域植物甲烷排放不断增加，在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不同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 ９．７３％，高于 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的

５．１７％，且两种情景下的增长率都在降低。 本世纪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变化情景下，年均植物排放的甲烷 ＣＯ２当量分别为 ８３．１８Ｔｇ
和 ７７．３４Ｔｇ，约占中国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１．３９％和 １．２９％。
关键词：甲烷； 植物； ＩＢＩＳ； 生物量； 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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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ＢＩ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甲烷是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对其源汇的研究一直是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 甲烷排放源有自然源和人为

源［１］。 之前科学界一致认为，生物产生甲烷主要是产甲烷菌在厌氧条件下进行，但 ２００６ 年 Ｋｅｐｐｌｅｒ 等［２］ 提出

陆地植物在有氧条件下排放甲烷，之后的相关实验研究［３⁃１１］ 确定植物组织有氧条件下甲烷排放的事实。
Ｗａｎｇ 等［３］研究发现 ７ 种灌木离体叶片有氧环境释放甲烷，证明植物体有氧环境释放甲烷，并且指出山地生态

系统中木本植物释放的甲烷可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同生活型的植物释放甲烷的能力差异很大，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植被甲烷排放也不相同。 在紫外线和

高温环境下，植物甲烷释放速率会大大提高［４， ８， １２⁃１７］，而缺少紫外线辐射可能是 Ｂｏｗｌｉｎｇ［１８］研究中没有检测到

甲烷排放的原因。 Ｋｅｐｐｌｅｒ［５］曾指出甲烷产生可能源自存在于细胞壁中的果胶甲氧基团，而果胶甲基酯酶能

够降低果胶释放甲烷的速率［１４］，同位素标记方法表明有氧环境下，植物果胶在紫外光和温度作用下发生光化

学反应产生甲烷。 Ａｕｓｔｉｎ 和 Ｖｉｖａｎｃｏ［２０］认为紫外辐射胁迫导致了植物组织的光降解，植物排放的甲烷可能是

植物细胞物质降解的副产物。 但 Ｍａｋｏｔｏ［２１］认为植物甲烷产生过程不受酶的影响。 有研究［７， ８， ２２］认为活性氧

（ＲＯＳ）在果胶和植物叶片甲烷产生中有重要作用，同时 Ｗａｎｇ［２３］ 研究得到在物理伤害和无氧条件下（没有生

物菌）将增强植物甲烷排放，受到环境胁迫，如物理伤害，６０ 种植物鲜叶短暂的甲烷平均排放速率达到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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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 ／ （ｇ ＤＷ ｈ）（０－６８７ｎｇ ／ （ｇ ＤＷ ｈ））。 Ｍａｋｏｔｏ［２１］发现甲烷排放速率与比叶重有明显负相关，比叶重较高的植

物通常拥有复杂结构和大面积细胞壁，叶片结构是不同种类植物有氧甲烷排放速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影响因

素。 以上研究表明，虽然植物甲烷排放机理仍然不是特别确定［２４⁃２５］，但是植物在有氧条件下确实排放甲烷，
而且排放速率受光照、温度等影响。

在区域尺度植物甲烷排放研究方面，Ｋｅｐｐｌｅｒ［２］估计了全球的陆地植物有氧甲烷排放量为 ６２⁃２３６Ｔｇ ／ ａ，约
占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 １０％—３０％。 Ｐａｒｓｏｎｓ 等［２６］ 在 Ｋｅｐｐｌｅｒ 的基础上，利用植物的叶生物量和非叶（枝，干
等）生物量来代替 ＮＰＰ 进行计算，得到全球植物甲烷排放量为 ５２．７Ｔｇ ／ ａ；Ｋｉｒｓｃｈｂａｕｍ 等［２７］ 采用叶生物量代替

ＮＰＰ 和用光合酌率修正 ＮＰＰ 两种方法估算，得到的排放量为 １０—６０Ｔｇ ／ ａ；２００８ 年谢旻等［２８］ 基于 Ｋｅｐｐｌｅｒ 的
研究建立了中国地区的陆地植物甲烷排放模式，并通过利用 ＮＯＡＡ 气象卫星 ＡＶＨＲＲ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计算得到的中国植物第一净生产力（ＮＰＰ，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定量估计了中国地区植物甲烷排

放总量及其空间分布。
本研究将学习 Ｐａｒｓｏｎｓ 的思路，基于 Ｋｅｐｐｌｅｒ 陆地植物甲烷排放计算模式，利用 ＩＢＩＳ 模拟的长时间序列

ＮＰＰ 数据，以及生物量累计比建立 ＮＰＰ 和生物量之间数量关系，通过叶片生物量重新建立适合中国的陆地植

物甲烷排放模式，探讨在 ＣＯ２倍增，不同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地区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的时空分布格局，进
而定量模拟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１　 数据与研究方法

１．１　 建立陆地植物甲烷排放模式

给定温度下恒定的甲烷排放速率表明生物量可能是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的来源［１４］，在区域尺度的甲烷排

放研究中，也大多以单位生物量甲烷排放速率（ｎｇ ＣＨ４ ／ （ｇ ＤＷ ｈ））为基础进行计算。 Ｂｒｕｈｎ［１４］研究表明甲烷

释放速率随温度呈指数增加，与 ＵＶＢ（２８０ｎｍ—３２０ｎｍ）辐射强度线性相关，ＵＶＢ 对甲烷排放速率影响高于

ＵＶＡ（３２０—４００ｎｍ），而可见光对甲烷排放速率没有作用。 紫外线照射下，Ｃ３ 植物甲烷排放速率为 ３０１ｎｇ ／ （ ｇ
ＤＷ ｈ）高于 Ｃ４ 植物甲烷排放速率 １８０ｎｇ ／ （ ｇ ＤＷ ｈ） ［１６］。 在 ＭｃＬｅｏｄ［８］ 研究中，ＵＶＢ 强度在 １．３—３．９３Ｗ ／ ｍ２

（总强度在 ３．６９—９．４８Ｗ ／ ｍ２）的甲烷排放速率为 ２４９—６６０．８ｎｇ ／ （ ｇ ＤＷ ｈ），平均值为 ４２９．５８ｎｇ ／ （ ｇ ＤＷ ｈ）。
Ｑａｄｅｒｉ 和 Ｒｅｉｄ［１５， ２９］ 同样从完整植物监测到高的甲烷排放 （１００—３００ｎｇ ／ （ ｇ ＤＷ ｈ））。 这些研究数据和

Ｋｅｐｐｌｅｒ［２］ 用于计算全球尺度植物甲烷排放的甲烷排放速率相近（光照条件下，植物体甲烷排放速率均值

３７４ｎｇ ／ （ｇ ＤＷ ｈ）），因此在该研究中将使用 Ｋｅｐｐｌｅｒ 研究的甲烷排放速率参与计算。
本研究所用植被 ＣＨ４排放模型基于 Ｋｅｐｐｌｅｒ［２］的方法建立。 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２］曾指出 Ｋｅｐｐｌｅｒ 计算全球植物甲烷

排放量时是基于植物增长速度（ＮＰＰ）而并不是植物生物量，因为在 Ｋｅｐｐｌｅｒ 研究中并没有直接表明生长速度

与甲烷排放速率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且在计算过程中用单位质量生物量甲烷排放速率乘以生产力 ＮＰＰ，然后

又乘以生长季长计算年甲烷排放，相当于两次乘以了生长时间。 另外，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２］认为叶生物量用来衡量植物

甲烷排放更合适，并以此重新计算全球植物甲烷排放量，较 Ｋｅｐｐｌｅｒ 计算结果降低了 ７２％。 在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３０］

的研究中也没有将 ＮＰＰ 直接参与植被有氧甲烷估计，原因之一就是 ＮＰＰ 代表植被所有器官和组织的碳汇效

率，包含植被各部分积累的含碳量。 同时对植物甲烷排放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叶片的甲烷排放进行，并且基于

Ｋｅｐｐｌｅｒ 对有损和完好无损的植被甲烷排放测量结果显示，植物体叶生物量部分是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的主要

来源。 所以本研究将植物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替换为植物叶片生物量，通过 ＮＰＰ 与生物量之间统计的比例

因子转换得到植物叶生物量，计算甲烷排放。
根据 Ｋｅｐｐｌｅｒ 植物甲烷计算模型中，每天的甲烷排放量 ＥＲｄａｙ：

ＥＲｄａｙ ＝ （ＥＲｓｕｎ × ｈｓｕｎ） ＋ （ＥＲｎｏｓｕｎ × ｈｎｏｓｕｎ） （１）
其中，ＥＲｓｕｎ和 ＥＲｎｏｓｕｎ是有 ／无太阳直接辐射的甲烷排放速率，单位是 ｎｇ ／ （ｇ ＤＷ ｈ）；ｈｓｕｎ和 ｈｎｏｓｕｎ分别是一天有无

太阳直接辐射的时间，ｈｓｕｎ＋ｈｎｏｓｕｎ ＝ ２４ ｈ。 Ｋｅｐｐｌｅｒ 研究中植物甲烷排放速率见表 １［２］，然后乘以生长季和日光

３　 ３ 期 　 　 　 张小敏　 等：中国陆地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空间分布模拟及其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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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间计算得到研究时段（年）植物有氧甲烷排放量。
因为植物残落物的甲烷排放量很小，在本研究中将忽略不计；对紫外线和温度影响植物甲烷排放的研究

表明，没有紫外线照射就没有甲烷排放，但植物甲烷排放速率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大。 所以在本研究中计算

符合地上植物体（本研究中也即叶片）有氧甲烷释放的光照和温度条件下的排放量，排放速率 ＥＲ ＝ ３７４ｎｇ ／ （ｇ
ＤＷ ｈ）。 根据数据源情况，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地表覆盖类型图的每个网格对应的不同植被类型，模拟

时间段内甲烷排放时间长度（ｈ，小时）将由日光照数据和温度等参数获得。
Ｅ（ＣＨ４） ＝ ２ × ＮＰＰ × ｆ × ｃ × ＥＲ × ｈ （２）

其中，Ｅ（ＣＨ４）是模拟时间段内每个网格甲烷排放量，单位是 ｎｇ ／ ａ；ＮＰＰ 是净初级生产力，单位是 ｎｇ Ｃ ／ ａ；ｆ 为
生产力与生物量之间的转换因子，将 ＮＰＰ 转换为植物生物量，不同植被覆盖类型各异；ｃ 是叶片生物量与植株

生物量的比值，ｃ 和 ｆ 通过查阅近期中国植物生物量和生产力相关文献统计获得；因子 ２ 是将以碳含量表示的

生物量转换成干物质量（ｎｇ ＤＷ ／ ａ）表示的生物量，植物生物碳量与干物质量的转换系数比值在不同的植物之

间不同，国际上一般取 ０．４５ 或 ０．５０［３１］，针叶树叶片平均含碳率 ０．５０９６，阔叶树为 ０．４９０５，灌木为 ０．４９３７［３２］，本
研究采用碳量与干物质量 ０．５ 的比值转换因子。

表 １　 Ｋｅｐｐｌｅｒ 研究 ＥＲｓｕｎ和 ＥＲｎｏｓｕｎ的测量值 ／ （ｎｇ ／ （ｇＤＷ ｈ））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Ｒｓｕｎ ａｎｄ ＥＲｎｏｓｕｎ ｏｆ Ｋｅｐｐｌｅｒ′ｓ ｓｔｕｄｙ

植物和光照状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ＥＲｓｕｎ

植物体
Ｉｎｔａｃｔ ｐｌａｎｔｓ

植物残落物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ＥＲｎｏｓｕｎ

植物体
Ｉｎｔａｃｔ ｐｌａｎｔｓ

植物残落物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３７４ ８．７ １１９ １．６

最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１９８ １．６ ３０．７ ０．１

最高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５９８ １５．８ ２０７ ４．４

　 　 ＥＲｓｕｎ：有太阳直接辐射的甲烷排放速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ＥＲｎｏｓｕｎ：无太阳直接辐射的甲烷排放速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１．２　 集成生物圈模拟器 ＩＢＩＳ 模拟数据 ＮＰＰ
集成生物圈模拟器 ＩＢ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是由美国康斯卫星大学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

心的 Ｆｏｌｅｙ 等于 １９９６ 年开发的［３３⁃３４］。 ＩＢＩＳ 是一个综合的陆地生物圈模型，充分考虑了植被组分和结构对环

境变化的响应。 在一个集成框架内实现对陆表水热过程、陆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植被动态的模拟，描述了

陆面过程，包括土壤、植被与大气之间的能量、水分和动量交换［３３， ３５⁃３６］。 ＩＢＩＳ 的输入数据包括气象数据、植被

类型数据、土壤数据、地形数据、陆面掩膜数据以及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气候变化数据（主要为降水、气温、相
对湿度和云量因子）等。 利用 ＩＰＣＣ 相关气候模式生成的历史及未来的气候情景数据作为 ＩＢＩＳ 模型的输入数

据，以研究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未来的碳的演变趋势。 本研究中气候情景 ＩＢＩＳ 数据是在 ＣＯ２倍增，ＣＧＣＭ３ 模

式下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两种情景模拟数据。
Ａ２ 和 Ｂ１ 属于 ＩＰＣＣ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ＳＲＥＳ）中的两种排放情景（ＩＰＣＣ，２００７）。 Ａ２ 情景描述的是一个

很不均衡的世界，自给自足，保持当地特色。 各地域间生产力方式的趋同异常缓慢，导致人口持续增长。 经济

发展主要面向区域，人均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是不连续的，低于其他情景的发展速度；Ｂ１ 描述了一个趋同的

世界，全球人口数量与 Ａ２ 情景族相同，峰值也出现在本世纪中叶并随后下降。 不同的是经济结构向服务和

信息经济方向迅速调整，伴之以材料密集度的下降，以及清洁和资源高效技术的引进。 其重点放在经济、社会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公平性的提高，但不采取额外的气候政策干预。［３６］

本研究中 ＩＢＩＳ 模型模拟的 １９６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全国 ＮＰＰ 总量变化范围在 １．６Ｇｔ Ｃ ／ ａ 至 ２．０Ｇｔ Ｃ ／ ａ 的区间

上，上升变化幅度约为 ５２Ｍｔ Ｃ ／ １０ａ（Ｐ＜０．０００１）。 Ｆａｎｇ（２００３）利用 ＣＡＳＡ 模型模拟的 １９８２—１９９９ 年中国植被

净第一性生产力结果由 １．３４Ｇｔ Ｃ ／ ａ 增加至 １．５９Ｇｔ Ｃ ／ ａ，Ｃａｏ（２００３）利用 ＣＥＶＳＡ 模型和 ＧＬＯ—ＰＥＭ 模型对中

国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模拟结果分别为 ２．８９Ｇｔ Ｃ ／ ａ—３．３７Ｇｔ Ｃ ／ ａ 和 ２．７７Ｇｔ Ｃ ／ ａ—３．３３Ｇｔ Ｃ ／ ａ，该模型在相应时段内

模拟结果处于 Ｆａｎｇ 和 Ｃａｏ 结果之间，年际变化格局与两者结果基本一致。 相应时间段内 ＩＢＩＳ 模型模拟结果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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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季劲军（２００８）利用 ＡＶＩＭ２ 在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的 ＮＰＰ 模拟结果，与 Ｆｅｎｇ（２００７）利用 Ｂｅｐｓ 模拟的 ２００１ 年

结果相近。［３６］

１．３　 ＮＰＰ 到植物叶片生物量的转化计算

某一时刻的生物量是一种现存量，而生产力是某一时间段内活生物体新生产出的有机物质总量。 不同植

物的 ＮＰＰ 与植物生物量之间的关系不同，像热带森林 ＮＰＰ 较生物量小，而温带草原 ＮＰＰ 却比生物量大［２６］。
不同的植被叶片生物量占植株生物量的比例也不同，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地表覆盖植物类型，得到生物量与

生产力之间和叶片生物量与植株生物量之间的关系（ｃ 和 ｆ）。 利用全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土地覆盖分类图，通过

查阅文献统计计算中国地区包括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灌木、草原和沙漠或荒原的生物量与生产力（ＮＰＰ）
以及叶片生物量占植株生物量的比例，根据比值结合 ＮＰＰ 分布数据推导出生物量的分布。

土地覆盖植物类型的生物量与 ＮＰＰ 比值（ ｆ）以及叶生物量比例因子（ｃ）的确定分别查找描述中国植物生

产力和生物量的相关文献得到，根据我国近期植被生产力和生物量研究数据得到的统计结果列于表 ２，以及

与 Ｗｅｂｂ［３７］对美国生产力研究结果和 Ｌｉｅｔｈ、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的生物量累积比的比较。

表 ２　 不同植物类型生物量与 ＮＰＰ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ｒｏｗ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类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叶生物量 ／ 植株生物量（１）

ｌｅａ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生物量 ／ ＮＰＰ（１）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ＮＰＰ， ｆ
生物量 ／ ＮＰＰ（３）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ＮＰＰ， ｆ ＡＮＰＰ ／ ＮＰＰ（１） ＡＮＰＰ ／ ＮＰＰ（２）

针叶林 Ｎｅｅｄｌｅ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０．０６９ ９．４７８ １０—５０ ０．８４ ０．７１６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０．０５５ ７．５ １０—５０ ０．７３５ ０．６６４

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０．０６３ ８．０６ １０—５０ ０．８８９ ———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０．１４２ ２．６３３ ２—１２ ０．６６７ ———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０．３４１（４） ２．０１７ １．５—３ ０．３４１ ０．３５３

裸地或荒原
Ｂａｒｒｅｎ ｏｒ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０．１１２（４） ２．０（３） ２—１０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１２

　 　 （１）来源于文献［３１， ３４， ３８⁃７０］统计平均值；（２）来源于 Ｗｅｂｂ［３７］对美国生产力研究；（３）Ｌｉｅｔｈ 和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７１］提出生物量累积比；（４）

假设草地或者荒原地上植物部分均算作叶生物量，其叶生物量与植物生物量的比值就等于地上净初级生产力与植株净初级生产力之比，根据文

献得到的 ＡＮＰＰ 与 ＮＰＰ 比值。

ＮＰＰ：净初级生产力，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ＰＰ：地上净初级生产力，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４　 植物全年照射时间的计算

模拟时间段内每个网格甲烷排放量由（２）式计算，其中模拟时段内总甲烷排放时间（ｈ）由日光照数据和

温度等参数决定。 多年研究表明，植物甲烷排放受到光照（主要是紫外线）和温度的影响。 紫外线提高植物

甲烷排放速率，黑暗状态下没有或很少甲烷排放。 在中国中纬度地区春夏季节紫外线强度高，一年中紫外线

辐射（２８０—４００ｎｍ）均可达到 ３０—４４Ｗ ／ ｍ２［７２］，达到 １５—３０Ｗ ／ ｍ２的天数占 ４９％，日平均紫外辐射强度达到

２８．２６Ｗ ／ ｍ２，１０Ｗ ／ ｍ２以上的天数平均占全年的 ６０．４％，一天中 ８．５—１５ 时左右，紫外线强度均在 ５Ｗ ／ ｍ２ 以

上［７３］，夏季地表户外紫外线（ＵＶＢ）强度由中纬度到热带为 ２—４Ｗ ／ ｍ２［７４］。 这与前面论述的其他研究中紫外

线辐射下甲烷排放速率与 Ｋｅｐｐｌｅｒ 研究数据相近表明将 Ｋｅｐｐｌｅｒ 研究数据应用于自然植物甲烷排放的计算是

合理的。 紫外线辐射强度会随着纬度降低和高度增大而增大［７５］。 在杨燕华等［１０］ 研究中，参与实验的亚热带

常见树种在温度 １０℃时，植物就会有甲烷释放，当达到 ２０℃时，所有植物均产生甲烷，高于 ３０℃时，叶片平均

排放速度是 １０—３０℃时均值的 ３．９６ 倍。 易黎明［１１］研究表明 ２１ 种植物叶片在 １２—２０℃下释放甲烷。 所以计

算一定太阳光照条件（本研究以某一地点天文总辐射强度达到 ６００Ｗ ／ ｍ２以上，保证到达地面 ＵＶＢ 强度至少

在 １Ｗ ／ ｍ２）且温度在 １０℃以上的时间作为该研究甲烷排放时间。 光照表明紫外线照射，而温度则能反映一个

栅格位置的气候特征。
各位置有无太阳光照及达到光照条件的时长根据 ＤＥＭ 得到［７６⁃７８］，温度则由旬平均温度（２０１０ 年 ＭＯＤＩＳ

月旬平均温度）确定，不考虑天气状况。 两种数据叠合得到某点位置一年内符合植物甲烷排放的时间

５　 ３ 期 　 　 　 张小敏　 等：中国陆地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空间分布模拟及其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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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全年甲烷排放时间

Ｆｉｇ． １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

长度（ｈ）。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２．１　 生物量时空分布

研究利用 ＩＢＩＳ 模拟的 ＮＰＰ 数据，结合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土地覆盖类型以及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得到的生

物量与 ＮＰＰ 比值，计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区域植物生

物量。 两种情景模式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植物生物量数值

差别不明显，相应年份差值绝对值最大相对于两者平均

值的 ４．４６％，最小为 ０．０２％，平均为 ２．１６％，叶片生物量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模式下范围为 １０７２．９９Ｔｇ Ｃ—１２１１．５３Ｔｇ Ｃ，
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模式下为 １０９２．２４Ｔｇ Ｃ—１２１８．９２Ｔｇ Ｃ，相差

平均为 １．９７％。
中国区域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年平均植物生物量在

ＳｒｅｓＡ２ 模式情景下为 １０８０３． ２２Ｔｇ Ｃ，叶片生物量为

１１５６．１５Ｔｇ Ｃ。 森林（包括针叶林、阔叶林和混交林）生
物量为 ８７６８．７２Ｔｇ Ｃ，比郭兆迪等［７９］研究的中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年均森林总生物量 ６８６８Ｔｇ Ｃ 高。 其中混交林植

物生物量最高，达到 ７３２２．１４Ｔｇ Ｃ，占该模式情景下全国

年均生物量总量的 ６７．７８％；全国草地叶生物量最高，达
到 ５７７．００Ｔｇ Ｃ，是叶生物总量的 ４９．９１％。 原因主要是中国混交林分布广及其植株生产力和生物量较高，针叶

林和阔叶林虽然植株生产力和生物量高但是在中国区域分布面积较混交林小，而草地面积很大，虽然植株年

净初级生产力和生物量比较低，但是其叶生物量基本占据整个地上生物量，所以年总量较高。

表 ３　 ＳｒｅｓＡ２ 模式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生物量（Ｔｇ Ｃ）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ｕｎｄｅｒ ＳｒｅｓＡ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植株生物量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９８２９．１４ １０２２１．２１ １０３７７．０１ １０１５２．６４ １０９０３．９５ １０８１４．２６ １０７０３．９０ １１１３１．６１ １１７７０．００ １１９９７．６３ １０８８９．２８ １１９５２．４０

叶生物量
Ｌｅａ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１１１５．１６ １１５１．６８ １１８１．２９ １０７２．９９ １２１１．５３ １１４３．８６ １１７１．８０ １１６５．０７ １１７７．４５ １１８７．１７ １１０３．３７ １１９２．４８

表 ４　 ＳｒｅｓＡ２ 模式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各类植物（地表覆盖类型）年均生物量（Ｔｇ Ｃ）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ｕｎｄｅｒ ＳｒｅｓＡ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植被类型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针叶林
Ｎｅｅｄｌｅ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沙漠、荒原
Ｂａｒｒｅｎ ｏｒ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年总量均值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植株生物量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７３．７５ １３７２．８３ ７３２２．１４ ３０．９４ １９０２．４８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８０３．２２

叶生物量
Ｌｅａ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５．２１ ８０．５５ ４７６．３６ ４．６５ ５７７．００ １２．３８ １１５６．１５

２．２　 植物有氧甲烷排放时空分布

由于水稻田是典型的厌氧甲烷排放源，去除农田等共统计了 ６ 种植物覆盖类型，包括针叶林、阔叶林、混
交林、灌木、草地和沙漠或荒原。 在 ２１ 世纪初，两种气候变化情景模式下植物甲烷的排放量比较接近。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间，甲烷排放趋势起伏较小，但是整体呈现微弱上涨趋势。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模式下，各类型植物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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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排放总量占中国区域总植物叶片甲烷排放量比例最高的是草地和混交林，分别达到 ４７．５３％和 ４２．９２％，然
后是阔叶林，为 ８．０３％，针叶林和灌木占比总和不到 １％。

表 ５　 不同气候变化模式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植被排放甲烷（Ｔｇ）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气候模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ＳｒｅｓＡ２ ２．６３ ２．７０ ２．７３ ２．５１ ２．８１ ２．６５ ２．６７ ２．７０ ２．７３ ２．７６ ２．５９ ２．８０

ＳｒｅｓＢ１ ２．６０ ２．７３ ２．７１ ２．５７ ２．６７ ２．６２ ２．６８ ２．７２ ２．７４ ２．７８ ２．６７ ２．８１

　
表 ６　 不同气候变化模式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各类植被（地表覆盖类型）年均甲烷排放 ／ （１０－３ Ｔｇ）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气候模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针叶林
Ｎｅｅｄｌｅ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沙漠、荒原
Ｂａｒｒｅｎ ｏｒ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年总量均值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ＳｒｅｓＡ２ ７．８９ ２１６．１７ １１５４．６７ ９．９０ １２７８．７１ ２３．１２ ２６９０．４６

ＳｒｅｓＢ１ ７．６４ ２１５．９９ １１５７．３６ １０．４０ １２７５．８０ ２３．８１ ２６９１．００

中国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２ 年年均植物甲烷排放量约为 ２．６９Ｔｇ，远远低于谢旻［２８］ 等模拟的结果（１１．８４Ｔｇ），甚至

低于其模拟的最低值（４．８３Ｔｇ）。 主要原因是本研究中采用了叶片生物量代替 ＮＰＰ 以及植株生物量进行模

拟，并且没有模拟无光照情况下的甲烷排放，也没有进行凋落物甲烷排放的模拟。 根据 Ｓｔｒｅｅｔｓ 等［８０］ 的估计，
中国地区 ２０００ 年总的甲烷排放量为 ３８．３６Ｔｇ ／ ａ，则自然植物有氧条件下甲烷的排放量是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

７．０１％，是中国稻田甲烷排放量的 ２９．０５％［８１］，而 ＮＣＡＲ 的一项研究发现植物叶片暴露在阳光下时排放的甲烷

量却不到地球甲烷总排放量的 １％［８２］。 在谢旻［２８］等的研究中，中国地区森林、耕地、草地、其他植物类型的甲

烷排放量占总排放的比例分别为 ４３％，２８．３％，１９．０％和 ９．７％，森林占森林、草地和其他植物类型甲烷排放的

５９．９７％，草地占 ２６．５％。 中国地区耕地的甲烷排放量占总排放的比例为 ２８．３％，且中国耕地和水域面积总和

占全国各类植被覆盖面积的 ２２．２％，但由于稻田是典型厌氧甲烷排放源，所以我们没有统计农田植被对有氧

甲烷排放的贡献量，这也是使得计算结果偏小的原因。 在本研究中，森林植物（针叶林、阔叶林和混交林）作
为植物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与谢旻研究结果一致，针叶林、阔叶林和混交林占植物甲烷排放总量的 ５１．２８％，
而草地占 ４７．４７％，与谢旻研究中相差较大，因为在本研究中主要计算植物叶片生物量而不是植株净初级生产

力或者植株生物量的甲烷排放，草地虽植株生物量以及生产力较小，但是其地上部分基本上是叶片生物量，草
地叶片生物量相对占比较大，且中国草地分布面积较广。

中国区域植物甲烷排放高的区域分布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主要有台湾岛、海南岛和华南以及云南

地区甲烷年排放量较高。 中国区域植被甲烷的分布主要是由中国自然植被分布以及该位置年排放时间所决

定，在中国南部区域由于自然气候条件较好，温度适宜，雨水充沛，光照充足，使得该区域植被生长旺盛，生长

期较长，年净初级生产力和生物量比较高，更加符合植物的甲烷排放条件。 ２０１２ 年中国北方地区主要分布为

农作物，所以华北一带在本研究中被定义成为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的“空白区”。 而在中国西部地区，主要

是西北区域分布沙漠和荒原，植物生长稀少，生物量密度低，植物甲烷排放低。
另外，对本世纪植物甲烷排放预测使用的均为 ２０１２ 年地表植被覆盖数据，每个时期中国区域地表覆盖不

变，但实际上在 ＩＢＩＳ ＮＰＰ 模拟过程中随着气候的变化，地表覆盖类型及其面积是变动的，所以在长时间序列

植物生物量以及甲烷计算结果的时空分布上难免偏差。 同时通过统计计算和查阅资料得到的叶生物量、植株

生物量与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数据三者之间关系比值以及利用 ＤＥＭ 数据模拟的日光照时间和 ＭＯＤＩＳ 月旬

温度数据得到的全年符合植物叶片甲烷排放条件的时间，该研究中设定某位置天文辐射强度大于 ６００Ｗ ／ ｍ２

（到达地面理论 ＵＶＢ 强度至少为 １Ｗ ／ ｍ２）与温度大于 １０℃的时间属符合植物叶片产生甲烷的时间，并且没有

考虑天气的影响，这些都会给结果带来偏差。

７　 ３ 期 　 　 　 张小敏　 等：中国陆地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空间分布模拟及其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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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模式下 ２０１２ 年中国区域植物平均甲烷排放空间分布（ａ， ｇ ／ ｍ２）以及 ２０１２ 年植被覆盖图（ｂ）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 ／ ｍ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ｏ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２ ｕｎｄｅｒ ＳｒｅｓＡ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２．３　 未来气候变化模式下中国区域有氧甲烷排放预测及其气候效应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年不同气候变化模式下中国区域不同阶段植物

甲烷排放量年均值（Ｔｇ）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Ｔ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３．１　 有氧甲烷排放模拟预测

以 ２０１２ 年的全国植被覆盖数据为依据，利用 ＩＢＩＳ
ＮＰＰ 数据计算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年 １００ 年的植物有氧甲

烷排放的变化规律。 图 ３ 是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下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年不同时期中国区域植物甲烷排放量。 由

图表对比来看，除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段外，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不

同阶段的甲烷排放量比 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下高。 在两种情景

模式下，本世纪植物叶片甲烷的排放均持续增长。 本世

纪后期，植物叶片甲烷排放增长率下降，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下

甲烷增长速度低于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 到世纪末，ＳｒｅｓＢ１ 情

景下植物有氧甲烷的释放已趋于平稳，增长率下降为

１．５２％，而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仍然有增长潜势。
在 ＳｅｒｓＢ１ 气候变化情景下，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年每 ２０ 年

阶段有氧甲烷排放年增长率平均值为 ５．１７％，植物甲烷

排放平均增长率较高的是沙漠、荒原和针叶林，分别为 ５．７９％和 ５．６２％，其次是灌木 ４．９３％。 在 ＳｅｒｓＡ２ 模式

下，植被甲烷排放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 ９．７３％，其中灌木和沙漠、荒原增长率较高，达到 １２．８０％和 １２．６５％，其
次是草地，增长率为 ９．３４％。
２．３．２　 植物有氧甲烷的温室效应

为了便于比较各种不同温室气体对温室效应的影响程度，通常使用综合温势（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ＷＰ，也作：全球变暖潜势或全球升温潜能值）来衡量温室气体对全球暖化的影响。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

的第二大温室气体，虽然在大气中的含量不多，但是按照 １００ 年的全球变暖潜势的评估时间，甲烷的 ＧＷＰ 是

二氧化碳的 ２５ 倍。
过去 ２０ 年，大气甲烷温室气体的浓度以一种未知的机理在降低［８３］，表现为迷失的甲烷汇［８４］。 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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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年植被甲烷排放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是近年人类活动乱砍滥伐导致植被覆盖的减少，土壤的裸露与干旱化促进土壤对大气甲烷的氧化，但是有没

有可能是因为植物大面积的减少，导致植物甲烷排放减少。 根据 ＩＢＩＳ 在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模式下模拟的结果

显示，未来全球气温升高，植物生产力将增加，全球植被覆盖情况会随之变动。 未来大尺度植被格局变化所引

起的大气温室气体甲烷、二氧化碳等浓度变化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将远大于直接的温度效应［８５］。 全球变暖可

能增加植物甲烷排放。 据预测，到 ２１ 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 １．８—４．０℃。 以上结果显示，在未来气候变化、
ＣＯ２倍增的情况下能够带来 ＮＰＰ 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植物的碳汇能力，从而有助于减缓温室效应。 但

是植物有氧甲烷的排放，增加了大气中甲烷的浓度，反而对温室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 ＣＯ２倍增，两种气候变化情景模式下，植物有氧甲烷排放增加。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９９ 年期间，植物排放的甲

烷对温室效应的作用逐渐增加。 在 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下，本世纪中国植物甲烷排放年平均 ＣＯ２当量分别

为 ８３．１８Ｔｇ 和 ７７．３４Ｔｇ，约占中国年均 ＣＯ２排放总量（每年约 ６０ 亿吨［８６］ ）的 １．３９％和 １．２９％。 本世纪初 ２０ 年

间，两种气候变化情景模式全国平均每年植物排放 ＣＨ４的全球变暖潜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平均相当于６８．５６
Ｔｇ ＣＯ２对全球温度升高的贡献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气候情景模式下植物甲烷的排放差距增大，两者之间

甲烷全球变暖潜势差距也变大。 本世纪最后 ２０ 年期间，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增加到了相当于 ９９．２９Ｔｇ ／ ａ ＣＯ２的增温

潜势，ＳｒｅｓＢ１ 情景下为 ８３．９１Ｔｇ ／ ａ ＣＯ２的增温潜势，两者之间有 １５．３８Ｔｇ ／ ａ ＣＯ２的差距。 可见在 ＳｒｅｓＡ２ 气候变

化情景下，植物甲烷排放在未来对全球升温的影响将会更大。

图 ５　 中国植物甲烷排放当量

Ｆｉｇ． 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　 结论

中国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强度空间分布特征为

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主要受地表覆盖的影响。 ２００１ 年

至 ２０１２ 年 ＳｒｅｓＡ２ 与 ＳｒｅｓＢ１ 两种情景下植物生物量和

甲烷排放量差别不明显。 在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中国自然

植被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年均生物量为 １０８０３．２２Ｔｇ Ｃ，叶生

物量为 １１５６．１５Ｔｇ Ｃ，植物甲烷排放量为 ２．６９Ｔｇ，是中国

地区甲烷排放总量的 ７．０１％，是中国稻田甲烷排放量的

２９．０５％。 ＳｒｅｓＡ２ 情景下，中国各植被类型中，草地和混

交林排放甲烷量最大，年均总量占所有植物类型排放量

分别达到 ４７．５３％和 ４２．９２％，主要与这两种植被类型高的覆盖面积和高的叶片生物量有关，其次分别是阔叶

林，沙漠或荒原，灌木和针叶林。
本世纪初，虽然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占全国甲烷排放总量比率只有 ７．０１％，但是在 ＣＯ２倍增的两种气

９　 ３ 期 　 　 　 张小敏　 等：中国陆地自然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空间分布模拟及其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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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模式下，对未来中国区域植物有氧甲烷排放的预测表明，随着全国区域未来植被 ＮＰＰ 的增加，植物生

物量累积加速，导致植物甲烷排放增多，植物排放甲烷的影响将增大。 在本世纪末 ２０ 年，ＳｒｅｓＡ２ 和 ＳｒｅｓＢ１ 情

景下中国自然植物排放甲烷的 ＣＯ２当量分别达到了 ８３．１８Ｔｇ ／ ａ 和 ７７．３４Ｔｇ ／ ａ，约占中国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的 １．３９％和 １．２９％。 在 ＩＢＩＳ 模型不同情景模式以及植被甲烷排放模式模拟下，未来植物生产力的增加加强植

物碳汇能力及减少温室效应的同时，植物甲烷排放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汇的能力，增加温室效应，
但至于两种情景模式下哪种能够更好的平衡这种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的量化对比研究。 并且至今对于区域性

植物有氧条件下甲烷排放的研究多数限于该理论提出前期，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补充中国区域植物甲

烷排放的观测研究，并且明确植物甲烷排放的来源、影响因素和发生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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